
论唐代《金刚经》信仰之仪式化倾向①
———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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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较敦煌遗书中唐前期《金刚经》写卷仅抄经文的情况，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许多《金刚经》写卷
在经文前后都抄有“启请文”和“真言”等内容，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诵经前仪”和“诵经后仪”。此种现象
所反映出的是持诵仪轨在《金刚经》信仰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另外，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佛说金刚经纂》
还体现出经典持诵与斋仪活动的融合，开启了后世《金刚经》科仪文献的某些端倪。通过对敦煌遗书等出土
文献中《金刚经》及其相关的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金刚经》信仰中的仪式化倾向，而且此种倾向至少可
以追溯至唐代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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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提及《金刚经》信仰，人们最为熟悉的莫过于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和宋代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 102至 108有关《金刚经》的报应类故事，二者确为我们讨论唐代人们对《金刚
经》的崇拜和信仰问题提供了极佳的素材。对于宋代以后的情况，张文卓《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的流
传及其特点》一文从注疏的庞杂、科仪的发展、灵验记的编纂等方面对宋代以后《金刚经》的流传情况进
行考察①。其核心观点认为，“宋代以来，《金刚经》流传的特点突出表现在注疏的庞杂、科仪的发展、仪
轨的完善、灵验记的编纂等几个方面，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信仰仪轨，完全突破了宋代之
前仅限于义理层面探讨的界限，使得《金刚经》的影响扩展到中国社会、文化、信仰的方方面面”，认为以
宋代为界，前后的流行有很大差异②。
然而，宋代之前《金刚经》的流传真是“仅限于义理层面探讨”么? 唐宋二代前后《金刚经》的流行果真

有如此大的差异?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需要对这两个时段《金刚经》的流传情况进行全面的分
析、比较和研究。为了使这个问题的探讨有些推进，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唐代《金刚经》信仰的情况。能够反
映唐代《金刚经》信仰问题的资料，除了传世的材料之外③，敦煌遗书中《金刚经》及其相关的材料亦是关注
的焦点，方广锠先生曾对这批资料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介绍，为学界进一步利用和研究提供了指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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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卓:《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的流传及其特点》，《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 3期，第 134—139页。
张文卓:《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的流传及其特点》，第 134页。这种说法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的基调是

一致的，近来“唐宋变革论”在学界又有了一些新的讨论，参看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关于《金刚经》的研究成果颇丰，无法具列，对部分成果的介绍，可参看杜正乾: 《〈金刚经〉研究述评》，《五台山研究》2007 年 1

期，第 10—14页。
方广锠:《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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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又不断有一些专题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灵验类文献和佛经题记的研究①。其实敦煌遗书等出
土文献中还有一些资料与《金刚经》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本文将通过对敦煌遗书
中不同时期《金刚经》之内容变化和唐写本伪经《佛说金刚经纂》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期对《金刚经》信仰
中的仪式化倾向②予以揭示。

一、唐人对《金刚经》之持诵:以敦煌遗书为中心的考察

(一) 由敦煌遗书看《金刚经》诸版本的流行情况
自晋至唐三百年间，《金刚经》共有六次汉译③。兹列表如下:

序号 时代 译 者 经 名 《大正藏》收录情况 敦煌本存欠情况

1 后秦 鸠摩罗什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第 8册，第 235号 约三千号以上

2 元魏 菩提流支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第 8册，第 236号 a
北敦 4728 号 ( 服 28 )、北敦
8221号(服 21) 等八号，英藏存
少量。

3 陈 真 谛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第 8册，第 237号
北敦 1693 号 ( 暑 93 )、北敦
4716号(号 16)。

4 隋 笈 多 《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第 8册，第 238号 无。

5 唐 玄 奘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第 8册，第 220号《大般
若经》第 557 卷第九会
《能断金刚分》

伯 2323号④、北敦 15243号(新
1443) 3⑤。

6 唐 义 净 《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第 8册，第 239号 无。

《金刚经》有六译。自罗什法师首译之后，该经遂逐渐流行开来，但在唐代以前其流行程度似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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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灵验记方面，参看郑阿财:《敦煌写卷〈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研究》，《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国立
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所，1995年，第 251—275 页; 同作者《敦煌本〈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综论》，载《敦煌学》第 20 辑，1995 年，第
119—146页;同作者《敦煌灵应小说的佛教史学价值———以〈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为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8年，第 38页。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许绢惠《唐代敦煌金刚经经变
研究———兼论“禅净融合”思想的发展》，南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同作者《试论唐代敦煌金刚经信仰世俗化的发展———以讲经
文、灵验记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7年 4期，第 137—153页。写经题记方面，参看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所，1990年。魏郭辉:《敦煌写本佛经题记研究———以唐宋写经为中心》，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9 年。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
材料相结合的研究，参看杨君:《〈金刚经〉与唐朝民众崇经活动及其观念》，《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 6期，第 29—
33页。杜正乾:《唐代的〈金刚经〉信仰》，《敦煌研究》2004年 5期，第 52—57页。
有关《金刚经》仪式化的问题，达照法师已从“金刚忏法”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参见达照: 《〈金刚经〉相关的忏法初探》，http: / /

www．shidazhao．com / lw /2011 /0620 /215．html。
王素先生《加拿大维多利亚美术馆藏敦煌写经与佛画》一文介绍了一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写本，认为其与《大正藏》、《中华大

藏经》中所收的诸种《金刚经》译本均不类，究竟为何人所译，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见王素:《加拿大维多利亚美术馆藏敦煌写经与佛画》，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 269—277页) 。

马德《敦煌遗书研究误区检讨》一文中提示伯 2323号亦是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抄本。( 参看马德:《敦煌遗书研
究误区检讨》，初发表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组) ，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 8月 17—21日，
第 160—161页;后刊于《敦煌研究》2014 年 3 期，第 156 页。) 但其文谓“敦煌本 P．2323 是我们目前所见唯一一份抄写于贞观廿二年
( 648) 的玄奘译《能断金刚经》”的说法，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北敦 15243号( 新 1443) 3亦是玄奘所译《金刚经》，其尾有题记谓: “贞观
二十二年十月一日，于雍州宜君县玉华宫弘法台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直中书长安杜行笔受。弘福寺沙门玄谟证梵语。大总持寺沙门
辩机证文。”
敦煌文献中的此件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抄本系方广锠先生较早就提示过，参看方广锠:《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

及其注疏》，《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 1期，第 76页。



不上《法华经》和《涅槃经》①。据吴其昱先生对敦煌遗书中《金刚经》的时代分布统计②，唐朝以前《金刚
经》的写本只有 1件，其余全为唐朝以后的写本。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敦煌遗书中大约三千余号《金刚
经》写本属于唐五代宋初时期的应占据绝大部分。从《金刚经》写本年代的分属来看，该经在敦煌地区
大规模流行应该是在唐代以后。
《金刚经》的六个汉译本中，敦煌遗书中有存者有四: 鸠摩罗什译本、菩提流支译本、真谛译本和玄
奘译本。而此四者，尤以鸠摩罗什本为宗要，流传最广，影响最为深远。与此相一致的是，敦煌本《金刚
经》中鸠摩罗什的译本在数量方面也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总计约为三千号以上，反映出此译本在中古
时期的盛行。敦煌文献中亦存有少量菩提流支、真谛和玄奘所译《金刚经》的写本，表明此三种译本在
历史上确实有过一定的影响。
关于《金刚经》译本的流行问题，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中有一条材料，云:
(鄜州宝室寺僧法藏) 自知病重，遗嘱弟子及亲知为造《金刚般若经》百部，舍婆提城、舍卫国各

中半抄写并庄严了讫，散与一切道俗读诵。《般若》威力，不可思议，救拔一切众生。③

其中“舍婆提城”和“舍卫国”透露出了《金刚经》的译本信息，二者分别代指《金刚经》的两种译本，即
菩提流支本和鸠摩罗什本。又此则灵验故事的主人公“法藏”活动的时间跨越隋开皇、大业至唐初武
德年间④，可见于唐初之时在道俗二界读诵《金刚经》的活动中，流支和罗什二人的译本同受重视，而此
时《金刚经》已经有了四种汉译本了。
至唐代玄奘和义净两位法师完成《金刚经》的翻译之后，《金刚经》诸译本的流行情况如何呢? 敦煌

遗书伯 2159号《金刚般若经依天亲菩萨论赞略释秦本义记》⑤中的一段话鲜明地揭示了唐代知恩法师
的看法⑥。其言:

如上诸本( 按:指六种译本) ，大况相同，于中文质，遂成广略。故使读持之者，偏仰秦经;义学
之徒，多从魏本。今所释之者⑦，即当第〔一〕罗什法师所译秦本经也⑧。

知恩法师所言“如上诸本，大况相同，于中文质，遂成广略”，是对缘何《金刚经》六种译本存在差异所作
出的解释。从六种译本的文字差异来看，《金刚经》的译本间存在广、略之分，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
当为《金刚经》的母本即有“于阗本”、“天竺本”等之分⑨。接着，知恩法师对罗什本( “秦经”) 和流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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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郑阿财先生介绍，翟理斯( Lionel Giles) 在《敦煌六百年》( 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London，1944) 一书中，以英藏敦煌佛经中
有年代的写本进行统计，得知七世纪中期以前《涅槃经》较为流行;其次为《法华经》;再其次才是《金刚经》。参见郑阿财: 《敦煌灵应小
说的佛教史学价值———以〈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为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四卷，第 36页。
吴其昱:《敦煌汉文写本概观》，收入《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年，第 44页;第 47—48页。
此则灵验故事出自萧瑀《金刚般若灵验记》，见于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卍新续藏》第 87册，经号 1629，第 457页上栏

4—7行。关于萧瑀《金刚般若灵验记》的最新研究，可参看季爱民:《〈金刚般若经灵验记〉故事流传与初唐教化之关系》，《国学研究》第
3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223—243页。

此则灵验故事云法藏于开皇十三年造寺，于大业五年后又造一切经，至武德二年“得患困重”。参见《卍新续藏》第 87 册，经号
1629，第 456页下栏 5行至第 457页上栏 15行。

图版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86—196页。萧
文真博士对敦煌遗书及日、韩刊本知恩《义记》进行了综合研究，参见萧文真:《唐·知恩〈金刚般若经义记〉研究》，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博
士论文，2013年。
此段话参见( 唐) 知恩:《金刚般若经依天亲菩萨论赞略释秦本义记》，《大正藏》第 85 册，经号 2736，第 110 页中栏 7—10 行; 萧

文真:《唐·知恩〈金刚般若经义记〉研究》，第 124页。
“之”，《大正藏》漏录。
“第”，《大正藏》漏录;“一”，《唐·知恩〈金刚般若经义记〉研究》据文义校补。
唐窥基在讨论《金刚经》诸译本对“一切众生”的翻译出现差异时，指出原因在于各译本所依据的梵本存在不同，文云:“此本及流支

说三，谓众生命人;罗什本四，增我;能断说八。唯说三者，但说所化别有三世三界等异，他三界身三世身多异故，不说自我。说有四者，顺上
下文，自他总别通( 遍) 说故。四( 世) 说有八者，依贞观年中玉华所译，杜行顗本说有八故。后显庆年，于玉华寺所翻《大般若》，勘四梵本，皆
唯说四。然《瑜伽论》摄释分中亦解经八。以此准知，经本自有广略中异。杜顗广本，能断文是略于阗本，罗什文同;中者是天竺本，与真谛、
流支本同，玉华更译，文亦相似。今于慈恩梵经台具有诸本，但以前帝敕行能断，未容闰( 润) 饰，己所于代，恐更极谬，遂后隐于玉华复译，所
以诸本增减不同，学者知矣。”参看唐窥基:《金刚般若论会释》，《大正藏》第 40册，经号 1816，第 730页上栏 20行—中栏 5行。



( “魏本”) 的历史境遇进行了叙述，认为罗什本为大量修持佛法的僧徒所偏爱，而流支本为疏经解义的
僧徒所重视。最后，知恩法师对自己撰述《金刚般若经依天亲菩萨论赞略释秦本义记》时所选择的注释
对象进行了说明，即“今所释之者，即当罗什法师所译秦本经也”。由此可见，罗什本在唐代的流行程度
已经影响到了佛典注释者对解经底本的选择态度了。
与罗什译本流行问题相关，段成式《金刚经鸠异》所载的一则灵验故事亦有所反映，其云:
大历中，太原偷马贼诬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极强首①，推吏疑其冤，未即具狱。其人

惟念《金刚经》，其声哀切，昼夜不息。忽一日，有竹两节坠狱中，转至于前。他囚争取之，狱卒意
藏刃，破视，内有字两行云: “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书迹甚工。贼首悲悔，具承以匿一曰旧嫌
诬之。②

此则故事中所描述破竹而内现两行书写工整的经文———“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为我们提供了《金刚
经》的版本信息。此八字经文内容最早可见于罗什本③，亦可见于真谛本和义净本中④。从这三个译本
的流行程度和历史影响来看，罗什本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确定此则灵验故事中竹

内的经文应该是来自于罗什所译的《金刚经》。
从《金刚经》诸译本在敦煌遗书中的存欠情况、唐代知恩法师所言唐代诵持者对罗什本的偏爱以及

《金刚经鸠异》中所记“王孝廉”的灵验故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罗什译《金刚经》在唐代《金刚经》的流
传和信仰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二) 敦煌遗书《金刚经》文本内容之变化
六万余号敦煌遗书中，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左右是佛教典籍或与佛教有关的文献，而其中佛典又占

了绝大部分。然而敦煌佛典并非是依照藏经原样保存下来，而是基于某种理由，把各种文献资料别置于
被秘藏的藏经洞里⑤。其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法华经》、《金刚经》和《金光明最胜王经》所占的比
例最高。
据早期公布的资料统计，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总数在两千号以上，其中北京图书馆( 即今中国国

家图书馆) 所藏《金刚经》就达一千多号，英、法、俄、日等地也藏有一千多号⑥。此后又有许多新资料的
不断公布，《金刚经》的写本数量也逐渐增多⑦。据方广锠先生介绍，目前在其建立的敦煌遗书数据库中
共输入中、英、法、俄四大收藏及散藏敦煌遗书资料近 65 000 条，其中关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约有
3 500条⑧。如此可知，敦煌文献中《金刚经》的总数应当在三千号以上了，另外与其相关，还存有不少注
疏、讲经文、赞颂、灵验故事等各种文献。
虽然敦煌遗书中完整的《金刚经》绝对数量不多，但幸运的是还是保存了若干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

完整经卷供我们考察。此处我们将撷取敦煌遗书中不同时期的《金刚经》文献为考察对象，来讨论敦煌
遗书中《金刚经》文本内容的变化。

1． 前期代表: 7世纪宫廷写经中的《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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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首”，《续藏经》本《金刚经鸠异》作“服”。
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 273页。
参看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第 8册，第 749页中栏 11行。
参看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第 8册，第 762页下栏 14—15行;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波罗蜜多经》，《大正

藏》第 8册，第 772页中栏 21行。
落合俊典著，萧文真译《敦煌佛典与奈良平安写经———分类学的考察》，《敦煌学》第二十八辑，第 113页。
早期的相关统计，参见平井宥庆:《金刚般若经》，牧田谛亮、福井文雅编集《讲座敦煌》7《敦煌と中国佛教》，大东出版社，1984

年，第 20—21页。吴其昱著，伊藤美重子译《敦煌汉文写本概观》，池田温编集《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台北: 大东出版社，1992
年，第 32—43页。方广锠:《敦煌文献中〈金刚经〉及其注疏》，《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 1期，第 74页。
这主要得益于俄藏、各地散藏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逐渐公布。另外，近期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的逐步公布，为敦

煌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
方广锠:《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载《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第 22页。



《金刚经》开始流行，是从唐高宗时期开始的①。唐高宗时期，武则天为已逝父母祈福而发愿抄写
《妙法莲华经》和《金刚经》各三千部，并下发至各州县，处于边陲之地的敦煌亦应得到赐本。恰恰敦煌
写卷中就保存着一部分这批长安宫廷写经，据赵和平先生统计，藏经洞所出汉文佛经中共存有五十余件

咸亨二年( 671) 至仪凤二年( 677) 的长安宫廷写经②。其中就有多件《金刚经》写经，抄写甚为精良，具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藏于甘肃高台博物馆的高博 001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写卷③。此件首尾

俱全，卷轴装，卷首有武则天所撰经序，卷尾有宫廷抄经位列，中间为完整的《金刚经》经文。卷尾题记
首行云“咸亨三年六月七日门下省群书手程待宾写”，可知此件《金刚经》的抄写时间为唐高宗咸亨三
年，即公元 672年。此件所抄经文中虽有分段，但无后世通行的三十二分内容，可谓是保存了《金刚经》
写经的较为初期的形态。

2． 后期代表:英藏 S． P． 2《金刚经》( 公元 868年) 、伯 2094号 3《金刚经》( 天复八年( 908) ) 。
英藏 S．P． 2，即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Aurel Stein) 劫走的《金刚经》刻本。其首部有精美的“说法

图”，卷尾明确刻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年代为公元 868 年，是迄今所见世界
上最早标有年份的雕版印刷品④。此件《金刚经》有分段，有“冥世偈”的内容，但无“三十二分”的内容，
经文之前抄有“净口业真言”和“奉请八大金刚文”，之后抄有“真言”。
伯 2094号，首尾俱全，卷轴装，系以《金刚经》为主题的长卷，共抄有《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开

元皇帝赞金刚经功德》和《金刚经》三种文献。此件《金刚经》首尾完整，经文内容前抄有“奉请八大金刚
文”以及“大身真言”等咒语，经文行间添写有“三十二分”和“冥世偈”的内容。从伯 2094号整个卷子的
笔迹来看，经文部分较为工整，应系写经生所抄，其他部分的文字则系题记中出现的“翟奉达”所写。正
是这位敦煌著名的历学家翟奉达在原来写经生所抄《金刚经》文本上所添加的文字，让我们了解到当时
人们是如何抄写和诵持《金刚经》的。
此件《金刚经》末尾的题记内容云: “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出本内抄得分数及真言，于此

经内添之，兼遗漏分也。”由此我们清楚地知道了翟奉达所添写文字内容的来源，即来自西川印本
《金刚经》⑤。
从以上对两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金刚经》卷子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前后不同时期该经文本内容上

的一些变化。敦煌遗书中属于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许多《金刚经》写卷在经文前后都抄有启请文和真
言等内容，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诵经前仪”和“诵经后仪”。对于敦煌遗书中《金刚经》文本内容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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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郑阿财:《敦煌灵应小说的佛教史学价值———以〈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为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四卷，第 38 页。相同
的观点，亦可参看雷闻:《走入传奇———新刊唐代墓志与〈冥报记〉“豆卢氏”条的解读》，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八卷，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2年，第 281—303页。承孙英刚先生相告，2011年入藏碑林博物馆的石刻史料《佛堂铭》中述及了《金刚经》灵验故事，乃考
察唐初《金刚经》信仰问题极为重要的史料。有关《佛堂铭》的初步研究，可参看傅清音、张安兴:《新见〈佛堂铭〉中舍宅为寺及佛教灵验
叙事浅析》，《文博》2013年 6期，第 89—93页。
赵和平:《唐代咸亨至仪凤中的长安宫廷写经》，收于增勤主编《首届长安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三卷《长安佛教的历史

演进与传播》( 下)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319—337页。
图版见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第六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321—328页。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67 页。荣先生在注 23 中还提示据邓文宽先生研究，“俄藏 Дх．

2 880残片是《唐太和八年甲寅岁( 834) 具注历日》，则是目前经过考证而得之确切年代的最早印刷品”。关于此件残片的考证，可参见邓
文宽:《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敦煌研究》2000年第 3期，第 108—110 页。另外，承牛津大学徐力恒博士相告，关于此件著名的
印本《金刚经》，英国学者吴芳思( Frances Wood) 博士有较新的研究，参见: Frances Wood and Mark Barnard，The Diamond Sutra: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Earliest Dated Printed Book，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Publishing Division，2010。
另外，著名的八十老人写经( 公元 905—907年) 及许多十世纪所写《金刚经》都有与西川印本相关的信息。郑阿财先生对有关

西川印本的数据进行了汇集和论述，参见郑阿财:《敦煌灵应小说的佛教史学价值———以〈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为例》，荣新江主编
《唐研究》第四卷，第 36页。关于老人写经，杨宝玉研究员又新增敦博 053号，参见杨宝玉:《P． 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题记的史
料价值》，《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 2期，第 99页。最新的讨论，参看刘波:《文本确定性与印刷术的兴起———从以印本为抄录底本的敦
煌写本谈起》，《“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中国古文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北京，2014年 10月，第 259—257页。



种变化，方广锠先生曾作过论述:“有些卷子在卷首或卷末附有《金刚经陀罗尼咒》、《启请八金刚、四菩
萨文》、《大心真言》、《随心真言》、《心中心真言》、《大身真言》等。北咸 58 号题记谓: ‘诵此咒一遍，胜
读本经功德一万九千遍。’说明在密教流传以及传统的诵经仪轨的影响下，对《金刚经》信仰形态的变
化。”①除了《金刚经》本身的变化之外，随着《金刚经》信仰形态的变化，《金刚经》相关文献的面貌也有
所变化。突出的例子，是《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②的大量出现，其可视作《金刚经》仪式化文献的
代表③。
(三) 由敦煌文献看唐代《金刚经》之持诵观念
佛经对古代佛教徒而言，乃法宝的代表，是做功德的对象。诵持佛经，乃佛教徒种福田的传统方式

之一。佛教信仰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金刚经》常被作为功德经而受到奉持和崇拜，这一点在诸多的
灵验故事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得《金刚经》在佛教的信仰世界中越来越突出呢?
除了该经本身所宣称的强大的“持诵功德”之外，其流传过程中的内容上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受到密教
影响下的仪轨化倾向，对该经在信仰世界中地位的变化应该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密教以诵持陀罗尼
( 咒语) 为特点，这些密咒和仪轨一般用于祈愿、降服、驱魔、除害等。陀罗尼、密咒等内容，被奉为严谨
的神圣轨则而极受尊崇。诸多陀罗尼、密咒等内容被添置于《金刚经》文本的前后，不光为该经增添了
一份神秘的色彩，更为其强大的持诵功德又增持了不少法力。
对于唐人崇奉《金刚经》的状况，杨君《〈金刚经〉与唐朝民众崇经活动及其观念》认为: “较之上层

信仰者，广大民众在崇持《金刚经》活动中，对仪轨的重视程度并不是太高。”④然而当作者发现流传的
《金刚经》文本前有启请文，后有发愿文、真言等众多内容，且后世的文献中对持诵《金刚经》的一套仪轨
有详细的说明，便认为“唐时民众在崇敬《金刚经》活动中对仪轨不甚重视”，“民众以自身的需要为出发
点，对经书所规定的仪轨进行了筛选，将不易施行的部分加以省略，只保留简单易行的部分，对此，佛教

采取了默许乃至承认的态度。崇经活动仪轨的简易化以及得到佛教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各种
形式崇经活动在民间的普及”⑤。作者单单从灵验记故事、写经题记等资料中，只能了解到《金刚经》在
唐代所受到的广泛尊奉，但并不能知晓唐人是如何持诵该经典的，所以得出了唐代的广大民众在持奉

《金刚经》活动中对仪轨的重视程度不高的结论。
然而敦煌遗书中不同时期《金刚经》文本内容的变化已经向我们展现了《金刚经》文本所出现仪轨

化的倾向，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人在持奉该经的时候，对仪轨是相当重视的，而且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

了后世人们对该经崇奉的方式和态度。

二、持诵与斋仪的融合:以《佛说金刚经纂》为中心的考察

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一件与《金刚经》信仰密切相关的文献，其名为《佛说金刚经纂》，乃中国人自
撰佛经⑥。其中所言“持此《金刚经纂》一遍，如转《金刚经》三十万遍，感得神礼如满道”，对该文献所具
有的功德力量作了极大的渲染，反映出《金刚经》信仰的一种特殊形态。该文献中“玄奘法师十斋日”、
“玄奘法师十二月礼佛日”等内容，则反映出了《金刚经》信仰与斋供仪式相结合的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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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方广锠:《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 1期，第 74页;后收入作者《敦煌学佛教学论丛》( 上) ，
北京: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 371页。
关于《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研究，达照法师在《〈金刚经赞〉研究》一书第二章中有详细的论述，参见达照: 《〈金刚经赞〉研

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 17—115页。
对《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研究价值的提示，参看方广锠:《敦煌遗书与佛教研究》，《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第 194页。

⑤ 杨君:《〈金刚经〉与唐朝民众崇经活动及其观念》，第 30页;第 31页。
关于此文献的整理和价值的提示，参看方广锠:《佛说金刚经纂》，《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354—358页。



此件由伯 3024号背与斯 2565号背缀合而成①，首尾均全，首题“佛说金刚经纂”，尾题“金刚经纂一
卷”。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启请八大金刚与持诵功德文; 第二部分叙述刘姓女子入冥故
事;第三部分为“玄奘法师十斋日”、“玄奘法师十二月礼佛日”以及持诵功德文。
关于此件《佛说金刚经纂》的成书年代问题，学界多有关注。据方广锠先生介绍，在 1990 年敦煌学

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李正宇先生指出:敦煌遗书中还存有元代的卷子。它被裂为两件，编号为伯 3024 号
背与斯 2565号背。所抄为《佛说金刚经纂》，该遗书略谓:“天历元年，北山县有一刘姓女子，年十九岁，
身亡到冥司，见阎罗王”云云。“天历元年”即元文宗的年号，相当于 1328 年②。如此，此件遗书的写成
年代应该是元代以后，那么此件元抄《佛说金刚经纂》则不可能是藏经洞遗书，应予排除。但方广锠先
生认为元代乃至我国历代行政区划均无“北山县”，因此，卷中“天历元年”是否真实的历史年号尚需研
究③。其后，经方广锠先生在英国考察斯 2565 号原件，认为该遗书确为敦煌遗书④。因此，现在所面临
的问题是要考虑如何解释“天历”这一年号。
对此问题，宗舜法师则认为“天历元年”或是唐代宗“大历元年”的误写。他考证此卷中之“玄奘法

师礼佛十斋日”等均是伪托。编造的时间，最早应不早于神龙元年( 公元 705 年) ，最迟不应晚于至德二
年( 公元 757年) 末。则此件中天历元年当为大历元年( 公元 766 年) ，从时间上看，均为数十年间发生
之事，似比较合乎情理⑤。荒见泰史教授在讨论敦煌本十斋日资料的论文中，亦关注到了此件遗书的成
书年代，对“天历元年”所带来的矛盾进行了解释，认为“天历”的“天”字有可能是“大”字的误写⑥。经
查，唐武德元年改隋汶山郡为会州，领汶山、北山等九县⑦，则北山县是存在于唐代的一个地方政区，为
“天历元年”为“大历元年”之误的推断增加了一条旁证。
方广锠先生认为佛教研究应该加强对信仰层面佛教的研究，而敦煌文献中大量佛教仪轨及其他相

关资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材料⑧。此件《佛说金刚经纂》应属于一个极佳的素材。该文献中的“启
请八大金刚文”和“发愿文”，都是与诵持《金刚经》仪轨相关的内容，而且在后世的《金刚经》文本中都
有存，不过内容稍有差异。这表明《金刚经纂》的撰者对《金刚经》诵持仪轨是比较熟悉的。文中撰者还
利用一则刘氏女子入冥故事将《金刚经纂》来源的真实性作了较好的证明。“入冥故事”在《金刚经》灵
验记中的出现是较为普遍的，但大多是入冥后又起死回生的套路，而此则刘氏女子入冥而得阎罗王所授

《金刚经纂》经文的事例，与“冥世偈”灵幽法师入冥情节有一定的相似性。《金刚经》的灵验故事，作为
“见证与宣传”⑨宗教的最佳工具，为该经在信仰世界的传播提供了合法性地位。这种灵验故事的模式，
对宣传佛典的功德思想具有莫大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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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广锠:《佛说金刚经纂》，《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第 354页。
方广锠:《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兼论“敦煌遗书”与“藏经洞遗书”之界定》，《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0年，第 33页。然而后来李正宇先生在讨论唐宋时期敦煌佛经性质功能的变化时，引用了此件文献的内容，其言:“敦煌发现
的伪经《金刚经纂》( P． 3024v+S． 2565v) 大言宣称:‘持此《金刚经纂》一遍，如转《金刚经》三十万遍’表明敦煌信徒对伪经的崇奉，较之
正经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唐宋时期敦煌佛教的一个突出特点。”( 参见李正宇:《唐宋时期敦煌佛经性质功能的变化》，戒幢佛学研究所
编《戒幢佛学》第 2卷，岳麓书社，2003年，第 12页。) 如此看来，李正宇先生已将此件文献视作藏经洞文献了。
方广锠:《佛说金刚经纂》，《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第 355页;亦可参见方广锠:《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载《敦煌学佛教

学论丛》( 上) ，第 58—59页。
方广锠:《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兼论“敦煌遗书”与“藏经洞遗书”之界定》，《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第 50页注 38。
宗舜:《六家散藏敦煌遗书之佛教文献考辨》，载济群主编《戒幢文集》( 第一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72—

173 页。
荒见泰史:《敦煌十斋日资料与斋会、仪礼》，初发表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组) ，

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 8月 17—21日，第 414—415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 1688页。
有关方广锠先生对佛教的义理层面与信仰层面之间关系的论述，可参看方广锠: 《敦煌遗书与佛教研究———新材料与新问题》，

载《佛学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月;后修订刊于《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06—209
页。同作者《〈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研究〉序》，载《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 3月。
郑阿财:《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



除了使用灵验故事模式之外，《金刚经纂》还吸收了“十斋日”以及“十二月礼佛文”等斋仪的内
容①，特别是将这两种斋仪内容都与著名的玄奘法师牵上关联，更是为此文献的真实可靠增添了一份有

分量的砝码。对于持诵《金刚经纂》所获功德，文中有言盛赞“持此《金刚经纂》一遍，如转《金刚经》三
十万遍。”②而对于持奉玄奘法师所掠出的“礼佛日月文”，亦可获得无边福德，正如文中所言:“若能有人
受持读诵者，获福无量。用力最上，功德甚多。福高迁如须弥山王，深如巨海，大如天地，广积无边功德。
劝诸善男子、善女人虔心重意，普愿合掌珍重，合家礼敬，经文读叹③，罪灭福生，信心奉行。”④由此可以
看出诵持经典和斋仪活动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除罪灭劫，从而获取无量无边功德。大概正是拥有
共同的目的，故《金刚经纂》的撰者才将持诵经典和持奉斋仪作了统一。
综上所述，无论是敦煌遗书中《金刚经》文本内容的变化，还是与《金刚经》信仰有关的《佛说金刚经

纂》中所体现出经典崇拜和斋仪活动相融合的情形，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持经仪轨在唐人的《金刚
经》信仰中所扮演的重要地位。

三、小 结

通过对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中《金刚经》及其相关的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金刚经》信仰中的
仪式化倾向在唐代中后期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了。从敦煌遗书中《金刚经》文本内容的变化，我们可以
看出持诵仪轨在唐人《金刚经》信仰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从《佛说金刚经纂》中持诵经典和斋仪活动
的融合，我们可以看出后世《金刚经》科仪文献的某些端倪。从唐代《金刚经》信仰中的仪式化倾向来
看，唐代《金刚经》的流传并非如张文卓博士所言之“仅限于义理层面讨论”，而是和宋代以后一样，也是
非常重视仪轨活动的。在这一点上，唐宋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异，相反唐宋前后的发展是一脉相承。正
如方广锠先生所言:“如果把宋代大规模组织化仪轨的出现看作仪轨化佛教壮大的标志，则敦煌遗书中
大量反映佛教仪轨、祭祀、法事活动的遗书，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仪轨化佛教发生、发展、演变的钥
匙。”⑤只有不断加强对敦煌遗书大量佛教仪轨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研究，我们才能更好地明白中国仪轨
化佛教形成的历史。在这样的思路之下，《金刚经》信仰领域的研究亦需要加强对敦煌资料的重视。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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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十斋日”、“十二月礼佛文”的探讨，可参看苏远鸣:《敦煌写本中的地藏十斋日》，载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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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组) ，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 8月 17—21日，第 398—417页。
录文参看方广锠:《佛说金刚经纂》，载《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第 335 页。杜正乾《唐代的〈金刚经〉信仰》一文在论证“持诵

《金刚经》可以带来无量福佑”的观点时，也直接引用了此语( 参看杜正乾:《唐代的〈金刚经〉信仰》，第 55页) 。但是此句并非是为了说
明持诵《金刚经》的功德如何，其盛赞的重点是为了说明持诵《金刚经纂》所能够带来的强大功德。

“读”，方先生校补作“读诵赞”，按不补亦可通。
方广锠:《佛说金刚经纂》，载《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第 337—358页。
方广锠:《敦煌遗书与佛教研究》，《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第 208页。侯冲教授在此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参看侯冲: 《中国佛

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in practice，such as the lack of legal basis，the undeveloped trans-regional degree，the inconvenience for
filing lawsuits，and the difficulty to make the criminal cases under jurisdiction． Therefore，some innovations
should be carried on to improve the T-ＲCJ．

Keywords: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cases，trans-region，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On the Ｒitualization of the Diamond Sutra belief in the Tang Dynasty:
Focusing on Dunhuang Manuscripts ( by DONG Da-xue)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merely copying the Diamond Sutra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Tang

Dynasty revealed by Dunhuang manuscripts，the texts of invitation and mantras are often added to before and
after the scriptures of the Diamond Sutra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Gradually it
forms a relative fixed practice of“the chanting scripture before the sutra”and“the chanting scripture after the
sutra”． This phenomenon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reciting ritual in the Diamond Sutra belief． In
addition，Diamond Sutra Chanted by Buddha kept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also reflects a fusion of classic
reciting and fast ceremony activities，and it has some relation with the ritual documents of the Diamond Sutra
of later generations． Through studying the documents on the Diamond Sutra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other
related materials，we can easily find the tendency of the ritualization of the Diamond Sutra belief，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ate Tang Dynasty at least．

Keywords: the Tang Dynasty，Diamond Sutra belief，ritualization，Diamond Sutra Chanted by Buddha

On the Allocation of Basic Educational Facilities Based on Supply-demand
Matching: A Case Study of Hefei

( by ZHENG Si-qi，YU Du，SUN Cong ＆ ZHANG Geng-tian)
Abstract: Whil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an enhance the liv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 urban area，the supply-demand matching of education resources in terms of
amount and space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Taking the primary education
scheme of Hefei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potential total demand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its primary education facilities from the inter-city population flows，as well as the calculation on the
additional supply across different districts． It shows a shortage of education resources in Hefei，and the
situation in new districts is more severe than that in old districts． Ｒeferring to the typical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and examining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urban land use and facility supply of Hefei，this paper suggests
to realiz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primary education resources by retaining the sufficiency of facility allocation
in response to potential demand fluctuations，differentiating facility supply according to the diversified
demands，balancing the alloca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based on city plan and policies，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educational and other facilities．

Keywords: primary education，facility allocation，supply-demand matching，spatial heterogeneity

The Ｒelationship amo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mmigrant Structure and
Housing Price ( by WANG Sheng ＆ HUANG Zhi-lan)
Abstract: There is a complic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urb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and both of them impact on real estate price．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70
large and middle cities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among population structure，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al
estate price． It shows that population affects housing price through influenc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l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ependently affects housing price． In addition，immigrant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both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y increase the labor supply for the second industry while
decrease the average educational level in the third industry． Therefore，the assumption that a high immigrant
ratio increases the housing price is only true in cities with similar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far as the third
industry is concerned，when immigrant ratio is higher，housing price will be lower．

Key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population structure，immigrant，housing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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